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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困境与
符号学取向

 胡易容　

一、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认知与符号视野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

美萌芽，于7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范式，其

主要推动力量是媒介环境学派。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

媒介环境学派已蔚为大观，成为传播学领域具有重要地

位的一支力量。学界通常认为，媒介环境学派是由尼

尔·波兹曼创建，其理论根基是从媒介对讯息形态的框

架性影响出发，研究媒介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总体作

用和长期影响。媒介环境学派发展近50年来在中国的影

响巨大，许多学者将媒介环境学派视为与“北美经验学

派”“批判学派”并列的“第三学派”。

要厘清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环境学派的范畴，就要区

分这两个概念。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研究范式，而学派夹

杂了师承、地缘等太多人为性要素。在学术资源充分共

享的今天，师承和地缘都相对弱化，相近的研究取向往

往成为区别一个学派的重要标志。有学者给媒介环境学

做了如下定义：“媒介环境学从媒介本身的特性出发，

研究各种媒介组成的媒介环境（特别是其中的主导媒

介）及其变化已经或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1]该定义

的外延本身非常宽泛，可以包括“任何能运载信息和物

质的介质”，如汽车、衣服、窗户、照片⋯⋯以此而

论，[2]罗兰·巴特研究“摄影”“服饰”，西梅尔研究

承载价值信息的“货币”都与媒介相关，因而也可以说

他们的研究与媒介环境学理论有一定关联。“媒介环境

学派”的群体界定要狭窄得多，其特指以英尼斯、麦克

卢汉为先驱，以波茨曼及其发起的媒介环境学会为标志

和核心基地的学术群体。该学派所理解的“媒介环境

学”是一个基于学派传承和研究的范畴。 1968年，媒介

环境学派的实际创始人波茨曼公开介绍媒介环境学。他

指出，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媒介隐含的、固有的结构，

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其深层理论

命题由3个互相联系的理论命题构成：（1）传播媒介非

中性：媒介的物质属性结构和符号形式具有规定作用，

对信息的编码、传输、解码、储存产生影响，对支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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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播过程的物质设备也产生影响；（2）传播媒介有偏

向性：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

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偏向等；（3）

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影响。媒介通过自身的偏向影响文

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

上述表述中，传播媒介的物质属性和“符号形式”

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此后，媒介环境学派对自身的界

定几乎从未脱离符号要素的参与。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

学者林文刚对所谓“媒介环境”作了3个界定：一是作为

感知的媒介环境。二是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我们掌

握这些媒介或一种媒介时，自己同时又融入了这种符号

环境中，这个符号环境也就是媒介环境本身。三是单一

媒介环境或多重媒介环境。[4]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媒

介环境的研究并非研究孤立的“技术媒介”，而是研究

媒介与人之间的“环境”，这一环境正是经由“符号”

而存在的意义世界。这种“符号化”的存在方式往往被

学界所忽略。其中重要原因，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没

有充分区别“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媒介环境”和“作为感

知对象的符号环境”。

首先，作为技术实体的媒介，并不存在于人们的

感知中。一旦进入感知，环境就成为了某种“符号语

境”。那些看来纯属自然性质的知觉，实际上都是在具

体的元语言规则下的“文化解释”。没有语境，甚至无

法谈论任何一个物理事实。如中国气象局用“龙王”来

命名台风，西方世界并不存在“黛青色”这一物理属性

的称谓。这表明，只有身处文化之中，才能有效地感知

所谓物理事实。其次，媒介技术并不是构成“环境”的

全部要素，至多是人们意义获取过程的对象要素部分，

而主体要素、语境要素、伴随文本要素，则是符号环境

在更宏观层面上提供的信息。由此，符号环境是与人感

知更为切近的世界，它构筑人类社会的意义世界。媒介

技术需通过符号来作用于人的感知，并进入人类社会的

意义世界。再次，上文所述的“感知环境”与“符号环

境”并非两个不同的环境，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保

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等都不约而同将“符

号环境”与“感知环境”视为媒介与人的关系的两套环

境，并认为，人们使用媒介来获取信息或与人交流时，

并非总是有意识地区分感知层面和符号层面。

不过，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并未在理论上仔细阐述如

何来区别“符号环境”与“物理环境”，这也是导致

媒介环境学派被简单归纳为媒介技术至上主义的重要原

因之一。实际上，符号学领域已充分论辩了媒介环境与

符号环境的本质差异，尤其是对“感知”与“符号”关

系的讨论，对媒介环境学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符号

被定义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5]也即进入意义就进

入了符号世界。即便是最基本的物理事实，一旦发生以

“人”为主体的解释活动，即进入了符号领域。不加解

释的直观感觉是存在的，但“不加解释”一旦进入人们

认知范畴，就已进入人们预设的元层次的解释。此时，

“不加解释”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如不加解释的沉默、

没有释文的天书、艺术家的抽象作品，都拒绝了某种方

式的解释，但无法阻止人们在另一个层次或前后文关系

下理解作品本身。此外，作为人的“感觉”，是生理基

础在人类社会的特定符号作用下的结果，而非动物或植

物的“刺激-反应”，更非机械水平的物理数据反馈。

因此，并不存在毫无意义的人类感知——媒介环境的两

个呈现形式 “感知”与“符号”都可归到“符号环境”

中加以解读。

综上，“媒介环境学”也可看做是研究以“媒介-

符号”为形态约束的人类文化的学科。换言之，媒介环

境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也可以说就是“符号环境”。可

见，符号学路径与媒介技术研究路径没有不可跨越的鸿

沟。媒介环境学派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恰恰是将这种

符号环境与技术环境鸿沟化的结果。

二、媒介环境学派的困境与反思

1. 学术传承机制与群体的自限

前文指出，就理论范畴而言，“媒介环境学”是比

“媒介环境学派”更严谨的学术范式概念。但作为一

个学派，其理解的媒介环境学，显然受到了以人的传承

为线索的狭窄边界意识的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后续学

者的培养体制上，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这一学派对其学

者的“界定”。1970年，尼尔·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创建

并主持媒介环境学会的博士点。他们和麦克卢汉一脉

相承，所以波兹曼坦承，他们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到

1996年，我们有100多位学生拿到了博士学位，400多人

拿到了硕士学位。 ” [6]这种自我繁殖的方式，固然利

于一种学术思想的播撒，但对于学术的创新则未必是最

佳选择。麦克卢汉与英尼斯的“模式识别”方法，是一

种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单一的学院教育恐不是这种精神

的最佳传承方式。1998年8月4日，媒介环境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在纽约宣告成立，学会自称继承了英

尼斯、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思想，其精神领袖是尼尔·波

兹曼。

由此，媒介环境学派在以硕博士培养和学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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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了自身的发展的同时，也局限了其从学理本身拓

展“媒介环境学”的范畴认知。作为一种思潮的“媒介

环境学”，可以界定得很宽泛，但媒介环境学派却有自

己 “三代四辈”的门户区隔。按照何道宽的说法，这个

学派自身的传承，“如果兼顾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和学

术思想传承的时代，那么媒介环境学每20年为一代，已

经走完了三代人的历程，加上先驱可算四辈：20世纪50

年代以前成名的格迪斯、芒福德、沃尔夫、朗格等人是

先驱；50年代成名的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英尼

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是第一代；尼尔·波兹曼、沃尔

特·翁、詹姆斯·凯利等人是第二代；保罗·莱文森、

约书亚·梅罗维茨、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

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等人是非常活跃的第

三代”。[7]

媒介环境学派此种自我界定，自限了媒介技术理论

与其他学科的广泛内在联系，这可能与媒介环境学先驱

们的意愿背道而驰。被称为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的沃尔

夫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的理论强调语法结构，深具形式

论色彩；刘易斯·芒福德是一位技术哲学家和城市形态

理论家；苏桑·朗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符号学家和美学

家——她的重点不在技术性媒介的作用，而在于符号的

形式。实际上，苏珊·朗格的符号形式论在早期媒介环

境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属于主流。第三代学者逐渐

倾向于重视符号学家苏桑·朗格的符号理论，并将这些

理论用于补充媒介环境学。如香港浸会大学的鲍威尔斯

（John H. Powers）教授认为，苏珊·朗格的遗产“恐

怕是媒介环境学家构建系统理论，最有价值的资源之

一”。[8]这一方面表明，符号学对媒介环境学的不可或

缺；另一方面也表明，媒介环境学不能仅仅局限于“麦

克卢汉的孩子们”所组成的这个学派。如果割裂了其他

学科对媒介研究的给养背景，媒介环境学派在学术视野

的维度上，将显得尤其单薄。

2. 理论范式的深层危机

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人物麦克卢汉本身的著述方式

是非学术的，他的重大贡献在于视角的开启而非学术方

法论的体系化建构。这就导致后继者们如果仅仅继承他

的观点，会导致自身学术方法论的不足，同时，观点本

身最后也会因时间而变成一种陈旧的重复。这正是媒介

环境学派当前面临的更加严重的问题。对于现在的媒介

环境学来说，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1）理论锐度的弱化。一种开创性的理论往往伴

随着某一个或一组核心概念范畴。康德的“知性”、黑

格尔的“绝对精神”、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海德格

尔的“此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都构成了一个学

术系统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点进行展开。这些核心

范畴因其对原有观念的颠覆性而具有理论的“锐度”。

这种颠覆并不意味着“更加正确”。这些理论之所以锐

利，是由于颠覆了既有的观念，并丰富了人类自我认知

的维度。媒介环境学在经历数代之后，理论锐度正在逐

渐被削弱。第三代媒介环境学者将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

场做了一种学术进化论意义上的区分，分别是：硬决定

论（英尼斯、麦克卢汉），软决定论（莱文森、梅罗维

兹），技术和文化共生论（林文刚）。以林文刚为代表

的学者认为，这3种偏重不同的理论概括构成一个连续

体：处于两极的是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处于中间的是

共生论。他本人持“文化/技术共生论”，并认为人类文

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

响的互动关系。从硬决定到软决定，再到技术与文化的

共生论，无疑这一理论看起来更“正确而全面”，然而

从一种理论所秉持的逻辑起点来看，却无异于对理论的

锐度进行了自我阉割。先辈麦克卢汉具有颠覆性的理论

洞见，在后继者们不偏不倚、不错不对的命题中，逐渐

丧失了鲜明的理论个性。

（2）近乎中庸化的理论立场间接导致了理论创新

力的局限。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理论仍然集中在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关键命题上。媒介环境学派自设的3大深

层理论命题分别为：媒介不是中性的渠道；媒介的物质

特征与符号特征带有一定偏向；软决定论、硬决定论、

共生论的理论连续体。[9]这些命题仍是在讨论麦克卢汉

与英尼斯的遗产问题。这导致在面对新媒介和新新媒介

的当下现实情况时，媒介环境学派显得裹足不前。以

“媒介历史分期”为例，英尼斯提出了以媒介为坐标的

人类文明历史分期表（10个历史分期构成的两大文明形

态），自从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分期进行过重要的推进

后，半个世纪过去了，媒介环境学派仍将其奉为圭臬。

今已天翻地覆，地球村已不是那个地球村。如果麦克卢

汉用I-phone在社交上发布他灵光闪现的箴言时，会怎

样描述今天的媒介世界？媒介环境学后继者面对一日千

里的媒介景观，却仍固守麦克卢汉留下的媒介历史四分

法——口语、文字、印刷、电子。 [10]特别值得商榷的

是，在新媒介语境下，电子文明作为一种介质手段，无

法呈现出媒介传播模式的根本性变化。麦克卢汉时代的

单向度传播主导，是他人体延伸论的主要现实依据。麦

克卢汉的“人体延伸论”中，将电视作为终极媒介形态

描述为“神经中枢”的延伸。而web2.0以来的媒介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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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不仅延伸了神经这感知的官能，更延伸了主动操

作能力。远程桌面可以用鼠标轻易控制地球另一端的电

脑，以及任何与之连接机械，而实现手术、远程管理等

如其在场的操作。这种全面的交互式参与，与麦克卢汉

所说的地球村本质上是大为不同的。当我们在web3.0甚

至4.0时代，身处全媒体（omni-media）的包围的我们，

仍以陈旧概念来描述它们，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3）麦克卢汉本人并未完整地建构系统方法论。

他不加论证的箴言虽为之获得了诸多声誉，却无法遮盖

他的系统方法论方面的缺憾。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

后期的梅罗维茨的方法之间，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提供

持续研究的理论指导。换言之，媒介环境学唯一的共同

点，不是来自于方法论的体系化建构，而是来自于研究

出发点的立场近似——媒介决定。英尼斯的总体场论是

一种看待问题的总体性策略，他的著述实际上是一种史

料例证——《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都是如此；

麦克卢汉则是文学艺术批评断言家，他的著述更多天马

行空的引用，难于形成一种体系性的学术方法论，其主

要命题为后继者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和阐述工作；梅罗

维茨从社会学角度，结合定量研究，论证了麦克卢汉的媒

介重要性，沿袭并重申了英尼斯的“绕过”理论。[11]他

最重要的著作《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

响》（2002）堪称对“绕过”理论的一个定量研究的例

证和脚注；保罗·莱文森总结了麦克卢汉的理论，并应

用至数字领域，但在方法论方面，并未提供更多线索。

回顾半个世纪的媒介环境学历程，后继者已感到有

必要建立整个“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这是一套有关

“媒介与符号关系”的体系。鲍威尔斯教授明确指出，

苏桑·朗格对媒介环境学的未来潜在命题具有极大启发

性。朗格的符号形式与媒介传播形式具有某种“对应”

效果。他进一步论述，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是一般意

义运作的总体结构。而符号媒介的分类就是基于“一种

推理性符号与表征性符号”的标准。[12]

三、符号学方案与“媒介环境学”的内

在关联与融合发展

如前文所述，“媒介环境”可内在地视为一种“符

号环境”。正是符号而非外在于意义的物理媒介构成

了人们所感知的环境世界。媒介环境学理论体系弱势能

借助符号学得到有效弥补。麦克卢汉探索而不解释的特

征，给后继学者带来的困难，须具有某种方法论意义上

的补充——符号学因其系统解析力与媒介环境学，具有

良好的互补性。媒介环境学的模式识别方法，可置之符

号理论体系中来发展，模式识别及其所主张的跨学科研

究方法，在符号学中可能得到更好的印证。某种意义上

说，媒介环境学者所追求的某种体系性的建构，是索绪

尔以来的符号学的重要特征和优势所在。基于这些学理

上的契合性，媒介环境学与符号学具有更进一步的融合

发展空间。可以初步判断，在如下几方面，媒介环境学

与符号学的融合将产生理论的新洞见。

一是加强以符号学为代表的跨学科方法论融合，吸

纳其理论方法用以自身体系化建设。从索绪尔、皮尔斯

到苏桑·朗格，都在他们的研究中不乏意义与介质形式

的研究。这一巨大的思想宝库对传媒研究的巨大价值，

目前仅仅揭开了冰山一角。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在这条

“传媒-符号”的理论道路上前进。学科称谓的差异，

并非一种学术系统对另一种学术范式的“侵蚀”，而是

学术传统之间的交融与相互激发。如果我们拒绝这种激

发而排斥对其他学科的进入，无疑不符合麦克卢汉等媒

介环境学先辈的跨学科初衷。因此，传媒符号体系不仅

是媒介环境学派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也是整个传播学

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二是加强对新媒体模式变化的理论转换与洞察，以

此突破对麦克卢汉时代经典论断，以形成更具当下解释

力的理论创见。从媒介环境学与符号学融合角度来看待

今天的社交媒体将会具有另一些新的视角，这个视角是

一个基于传媒符号学的视角。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做出初

步努力，如比格内尔的《传媒符号学》（2012）在分析

广告、杂志、报纸等不同媒体内容文本时，大量采用了

符号学分析方法。再如胡易容《传媒符号学：传媒符号

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2012）在媒介技术分析的

基础上，融合了媒介形态与内容创意的概念，在“媒介

创意”篇章中，打破了内容创意与媒介创意的边界，对

媒介形态进入内容创意，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

实际上这些具有创见的观点正是借鉴了麦克卢汉传媒理

论中“媒介即讯息”的视角，又兼以符号学的方式讨论

了具体传播案例中内容与媒介形态的协同作用。这种方

法融合视野的探讨在处理多模态、交互性为特征的新媒

体中具有特别的优势。这是由于，以各种网络和数字化

方式存在的新媒体本身不具有特殊的媒介物理性状，其本

身所呈现的交互方式即是一种符号感知结构。

可以预想，沿着这种融合、汇通的路径来探索新时

代的媒介环境学与符号学理论，将会对媒介环境学整个

理论体系的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假以时日，我们

有理由相信媒介环境学在体系化方面会更进一步，成为

传播学研究领域更具影响力的重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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